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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品“零加成”政策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也是新时代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基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中部某省 ２７２ 家公立医院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

型，检验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药品“零加成”改革明显促进了公立医

院服务质量的提升，其中对二级公立医院的影响尤为明显。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药品“零加成”改革主要通过

增加医护人员的收入以及降低药品采购成本推动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 此外，药品“零加成”改革的效

果在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以及处于该省不同地区的公立医院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综合医院以及该省南

部地区的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以上结论为中国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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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
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①。 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的数

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 ２ １７２ 元和 １ ４１８ 元，相比 ２００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５ư ８３ 倍和 １５ư １９ 倍。 在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快速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医疗服务的供给

端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压力。 公立医院作为中国医疗服务供给的主体，同时也是老百姓看病的主

要场所［１］，如何有效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其医疗服务质量，对于建设健康中国、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２］，也是公立医院主要的收入来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公立医院的规模也在快速扩张，为谋取超额利润，医院医生对患者“多开药、开贵药”的现象屡见不

鲜，使患者的诊疗服务受到了影响，这也是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 为破除公立医

院的“以药补医”机制，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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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２００９〕６ 号）明确提出了“医药分开”的改革理念，即在公立医院推行药品“零加成”制度。 从制度

本身来看，药品“零加成”改革就是通过取消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成收入，将公立医院原有的药品加成、
政府补助以及医疗服务三大收入来源转变为政府补助和医疗服务两条收入渠道。 药品“零加成”改革

事实上切断了医院（医生）收入和药品销售间的经济利益联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看病

负担［３］。 但是否可以解决医疗体制内低效和腐败的问题，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从根本上提升医院的医

疗服务水平，目前的研究较少涉及。 因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药品“零加成”改革是否可以达到提升公

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效果？ 其内在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
关于“零加成”改革的文献，先前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理论层面的分析。 刘小鲁［４］研究发现，取消

医院的药品加成收入后，若不能提高相应的诊疗价格，则会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蔡昱等［５］通过

构建简单医疗过程中的医生最优选择模型来探究革除“以药养医”的影响，认为通过提高医生劳务价

值的方式来革除“以药养医”是一项帕累托改进，可以使病人、医生和医院三者从中获益。
随着药品“零加成”试点改革在全国的稳步推进，参与改革的试点地区及公立医院数量也逐渐增

多，这也为学者们从经验上评估政策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便利。 就现有的经验研究来看，有较多学者从

患者医疗费用变化的角度探究了药品“零加成”改革的实施成效［６ ８］。 陈醉等［９］利用某市几所公立医

院在取消药品加成时间上的先后差异，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药品“零加成”改革对享有医保住院

患者医疗费用的影响。 Ｌｉ ａｎｄ Ｙｕ［１０］研究表明，取消药品加成后，患者的医疗总费用下降了 ０ư ６％ ，其
中药品费用下降了 １４ư ４％ ，但检查费用、材料费用以及护理费用的支出却分别增加了 １８ư ２％ 、３８ư ５％
和 １２ư ７％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１］基于湖北省两个县新农合参保患者住院赔付数据的研究发现，“零加成”改
革后，患者住院时间增加了 ０ư ５１ 天，其住院总费用也增加了 １ １６０ 元，但住院的药物治疗费却降低了

１４７ 元。 然而，上述研究只是从患者医疗费用变化的角度探究“零加成”改革的实施成效，忽视了政策

对改革主体公立医院所带来的影响。
近些年来，有学者开始尝试从医院服务质量变化的视角探究药品“零加成”改革的实施成效。 Ｌ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２］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某市 １１７家公立医院的数据，分析了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医院医疗质量产生

的影响，结果表明，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的医疗质量并没有出现明显提升。 何庆红等［１３］根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患者合并数据研究发现，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冠心病和高血压患者的再入

院率分别显著下降 １１ư ３７％和 １０ư ４２％。 尹龙燕和刘芳［１４］的研究表明，在推行药品“零加成”改革后，药
品消耗指数有所下降，且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显著缩短，医院的住院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李思琦等［１５］的

研究发现，药品“零加成”改革事实上是有助于中医医院医师工作效率的提升。 但这部分研究大多数采

用描述性统计方法，难以对其中的因果效应做到精确识别，更缺乏对其背后影响机制的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药品“零加成”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并以中部某省公立医院为研究对象，检验该项

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并解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
文的主要创新点有：（１）研究视角方面，从公立医院服务质量变化的视角探究药品“零加成”改革的政策

效果。 （２）影响机制方面，从医护人员收入和药品采购成本占比两个角度，探究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

立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机制，为深入理解药品“零加成”改革背后的影响机理提供思路，也为继续深化公

立医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３）研究方法方面，通过 ＥＢＭ模型构建公立医院

服务质量综合指数，然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产生的“净”效
应，并运用安慰剂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避免内生性以及样本选择偏误等问题。

二、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 制度背景

长期以来，中部某省的医疗卫生市场基本都被二、三级公立医院占据，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为偏远

的县来说，当地的人民医院几乎承担了全县 ８０％以上百姓的诊疗服务。 而在缺乏相应监管措施的背

景下，公立医院很容易利用与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谋取超额利润，这也就出现了公立医院过

度追求销售药品以获取利润收入的现象。 反映在该样本省份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公立医院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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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价药、乱开药的现象屡见不鲜。
２０１６年，该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以及物价局等部门开始在全省范围

内推行药品“零加成”改革试点工作，要求参与改革试点的公立医院全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并同步调

整部分医疗项目的服务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轮改革之前，药品“零加成”改革在该省部分地区的县

级公立医院试点推行过，但由于其并未能落实实质性的补偿措施，从而导致大多数医院处于观望状态，仅
有的几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成效也不明显。 而第二轮改革试点工作相比于前期来说，参与改革的

试点医院数量明显增多，并且参与此轮改革试点的公立医院层级也由原来的县一级扩展到省、市、县三个

层级，相比于未参与改革试点的公立医院来说，参与试点的公立医院并无明显的医院层级缺失问题，这为

我们后面使用双重差分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持。 但此轮改革的实施成效究竟如何仍有待商榷。
（二） 研究假说

事实上，药品“零加成”改革使公立医院摆脱了对药品加成收入的过度依赖，改善了医院的收入结

构，进而使医院原有的经营运转模式发生一定转变。 一方面，当医疗服务价格受到管制时，会导致公

立医院过度追求医疗服务的供给量［１６］，需要更多的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属于无效率的资源浪费。 而

在药品“零加成”改革实施后，势必会打破公立医院原有的经营模式，部分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得到合

理提高，在保障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得到合理提升的前提下，遏制了公立医院过度追求医疗服务“量”的
动机，促使其更加追求医疗服务“质”的提升，减少了医疗资源浪费的情况发生。 另一方面，面对竞争

日益激烈的医疗卫生市场，改变公立医院的收入补偿模式也是在倒逼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以及医院自

身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下，优化公立医院的诊疗流程，提升其医疗

服务水平，促进公立医院服务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使得更多的患者能够享受到更为优质的诊疗服务。
而伴随着医疗服务质量得到提升，公立医院在吸引更多患者前来就诊的同时，也必将注重其工作效率

的提升，以医治更多的患者，从而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为此，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药品“零加成”改革促进了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
薪酬激励作为一种最常见的激励方式，其不仅是吸引和留住员工的重要工具［１７］，同时还可以有效提

升员工的努力工作程度，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１８］。 在医疗卫生行业中，薪酬激励更是会直接影响医生的

医疗行为，进而影响医疗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陈叶烽等［１９］发现，适当的薪酬激励可以有效降低医生

的过度治疗倾向，提升其治疗质量。 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公立医院在以

“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下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医护人员不仅面临着更高负荷的工作强

度，也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 但是不少医护人员的薪酬待遇水平却难以匹配其实际付出的劳动量［２０］，
这不仅影响了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造成了“以药补医”等逐利行为的发生。 严晓玲等［２１］指出，
我国公立医院医生的薪酬水平普遍较低，需要提高医生的薪酬水平，改变薪酬结构。 在推行药品“零加

成”改革后，相关补偿配套措施通过“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等途径完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其中“保
衔接”就是推动试点医院医生的薪酬待遇改革，让医务人员的劳动付出能够获得应有的待遇补偿。 因

此，在药品“零加成”改革后，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从而充分发挥出薪资的激励功能，
调动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供更为优质的诊疗服务。 为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药品“零加成”改革通过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收入进而提升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
成本优化机制可以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其经营绩效［２２ ２３］。 对于公立医院来说，成本优化机

制可以帮助医院减少不合理的开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其医疗服务水平。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

通过药品采购成本占比来衡量公立医院所支付的一般性成本。 通常公立医院药品采购成本过高是导致

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３］。 而过高的药品采购成本不仅造成了药品价格虚高，加重了患者的就医负担，还
使公立医院在药品采购上花费大量资金，增加了医院的运营负担。 而在推行药品“零加成”改革后，势必

会对公立医院的药品采购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 具体而言，一是在取消了公立医院赖以维生的药品加成

利润后，由于切断了医院和药品销售间的经济利益联系，迫使医院减少无效药和高价药的采购和使用，进
而降低医院的药品采购成本；二是在药品“零加成”改革后，政府也开始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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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谈判，而价格谈判对医院来说有助于促进供销链上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从根源上管控医疗药

品的采购成本，减轻医院的运营压力，促进其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而药品采购成本的降低有助于公立

医院实现资金节流进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将节约下来的资金更好地用于医疗设备的更新以及服务设施

的改善，进而提高自身的医疗服务水平。 为此，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药品“零加成”改革通过降低公立医院的药品采购成本、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公立

医院的服务质量。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表 １　 中部某省二、三级公立医院诊疗服务占比

年份
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２０１３ ２２５ ３７ ４７ ３８

２０１４ ２２５ ３７ ４７ ４１

２０１５ ２２５ ３７ ４７ ４２

２０１６ ２２５ ３９ ４７ ４３

２０１７ ２２５ ４１ ４７ ４２

２０１８ ２２５ ４１ ４７ ４３

注：诊疗服务占比为当年中部某省所有

等级公立医院的诊疗人次数占该省所有医院

总诊疗人次数的比重。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中部某省取消药品加成改革的政策

效果，资料和数据主要来源于该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公立医院

的卫生统计年报数据，包含全部二、三级公立医院的统计信

息①，排除了数据严重缺失的、统计明显异常的医疗机构，具
体数据见表 １。 虽然本文研究的样本医院数量较少，但是医

院所承担的医疗服务体量却很大，二、三级公立医院提供了

样本省份 ８５％ 以上的诊疗服务。 基于以上数据，本文将

２０１６ 年推行药品“零加成”改革的公立医院作为实验组，未
能在 ２０１６ 年推行药品“零加成”改革的公立医院列入对照

组，最终实验组包括 １４２ 家公立医院 ８５２ 个年度观测值，对
照组包括 １３０ 家公立医院 ７８０ 个年度观测值。

（二） 主要变量选择

１．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 现有的研究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测度多采用调查问卷的

形式，以基于患者主体评价为导向并赋予相应的权重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评价［２４ ２５］。 此外，还有部分

学者［２６ ２７］基于医疗机构的投入产出指标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评价，但是其在医院效率或医院服务质

量的指数构建过程中，忽视了医院运营中的不良产出，如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等，而现如今这些因素越

来越成为衡量医院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忽略这些负面产出的服务质量评价显然是不准确的。
为此，本文采用兼顾径向和非径向的 ＥＢＭ模型构建公立医院的综合服务质量评价指数。

Ｑ ＝ ｍｉｎ
θ，η，λ，ｓ －ｉ ｓａｒ ，ｓｕｔ

θ － εｘ∑ｍ

ｉ ＝ １

ｓ －ｉ
ｘｉｋ

η ＋ εｙ∑ ｑ

ｒ ＝ １

ｓｇｒ
ｙｒｋ
＋ εｚ∑ ｐ

ｔ ＝ １

ｓｂｔ
ｚｔｋ

（１）

ｓ． ｔ．

Ｘλ － θｘｋ ＋ ｓ －ｉ ＝ ０，ｉ ＝ （１，２，…，ｍ）

Ｙａλ － φｙｋ － ｓｇｒ ＝ ０，ｒ ＝ （１，２，…，ｑ）

Ｚｕλ － φｚｋ － ｓｂｔ ＝ ０，ｔ ＝ （１，２，…，ｐ）

λ，ｓ －ｉ ，ｓｇｒ ，ｓｂｔ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其中，假设有Ｎ个决策单元，记为ＤＭＵｋ（ｋ ＝ １，２，…，Ｎ），λ为决策单元的线性组合系数。ｍ、ｑ和 ｐ分
别为决策单元 ＤＭＵ 中投入指标、产出指标中的期望产出以及产出指标中的非期望产出的个数。
Ｘ ＝ ｛ｘｉｋ｝ ∈ ＲＭ×Ｎ 表示投入矩阵，Ｙ ＝ ｛ｙｒｋ｝ ∈ ＲＭ×Ｎ 表示期望产出矩阵，Ｚ ＝ ｛ｚｔｋ｝ ∈ ＲＭ×Ｎ 表示非期望产

出矩阵。ｘｉｋ 表示 ＤＭＵｋ 的第 ｉ种投入，ｙｒｋ 表示 ＤＭＵｋ 的第 ｒ种期望产出，ｚｔｋ 表示 ＤＭＵｋ 的第 ｔ种非期望产

—９４—

①应当地卫健委的要求，数据进行了脱敏处理，由于本研究成果不能透露相关地区及研究成果等敏感信息，故以“中部某省”代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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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ｓ － 表示投入要素的非径向松弛变量，ｓｇ 和 ｓｂ 表示产出要素的非径向松弛变量，εｘ 为径向 θ及非径向松

弛变量的组合，εｙ 和 εｚ 为径向 η及非径向松弛变量的组合。ε是一个关键参数，取值范围为［０，１］ ［２８］。
表 ２　 投入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类别 具体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投入指标

资本要素投入
实有床位数 ３１７． ７０８ ３６１． ９４４

万元以上设备台数 ２９６． ４１８ ７４４． ８００

劳动要素投入
职业医师数 １２１． ８４６ １４７． ７７２
注册护士数 １６９． ２６９ ２４１． １９３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总诊疗人次数 １３１ ０５５． ３４３ ２０１ ５００． ３２８
出院人数 ８ ８８９． ２１９ １１ ２９８． ９４６
总收入 １３７ ０２６． ４７３ ２６２ ６１２． ３９１

非期望产出 不良事件率 １． ５５６ ３． ４１３

表 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ｅｆｆ １ ６１４ ６２． ７６ ２３． ７５ １００ １． ２５６

控制变量

ｇｒａｄｅ １ ６３２ ３． ７２１ １． ２３１ ６ １
ｌｎｈａｓｓｅｔｓ １ ５３６ １０． ３５ １． ６０６ １４． ８８ １． ６０９
ｌｎｔｒｅａｔｅｄ １ ６３０ １１． ０５ １． ２７４ １４． １６ ３． ２１９
ｌ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 ６３１ ５． ４９９ １． ００４ ８． ２０４ ２． ９４４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１ ４０８ ９． ２８６ １． １６５ １２． ５９ ３． ０４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１ ６１４ ２． ４７１ ３． １７７ ３２ ０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６１４ １２． ７６ ０． ６３６ １４． １６ １１． ０８
ｌｎｇｄｐ １ ６１４ １０． ３３ ０． ６８１ １１． ７４ ８． ３３９
ｌｎｄａｙｓ １ ６１４ ２． ３４９ ０． ５３６ ８． ０３９ ０
ｂｅｄｒａｔｅ １ ６１４ ７５． ６４ ２６． ４８ １５０． １ ２． ７１２
ｄｏｃｔｏｒ １ ６１４ ４． ９８３ ２． ３９６ ２０ ０

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投入

指标包含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

要素投入两部分，产出指标包含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具体

投入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如表 ２所示。 显然，本文通过

ＥＢＭ模型所定义的公立医院服

务质量指数不仅能够反映公立

医院在硬件和人力资本投入上

的实力，也能反映其服务病患的

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程度，同时

也考虑了医疗质量问题，具有较

强的综合性与包容性。
２． 控制变量

考虑到试点医院的选取可

能并非随机，与公立医院自身

以及所在城市的发展水平密切

相关。 为尽可能地消除样本之

间的差异，本文选取的控制变

量主要由公立医院以及医院所

属城市的基本特征组成。 具体

包 括： （ １ ） 公 立 医 院 级 别

（ｇｒａｄｅ）；（２）医院年末净资产

的自然对数（ｌｎａｓｓｅｔｓ）；（３）当年

度该所医院总诊疗人次数的自然对数（ｌ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４）在职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ｌ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５）当年

度该所医院所接受到的财政补助收入的自然对数（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６）医院所拥有的重点专科数量（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７）当年该所医院住院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的自然对数（ｌｎｄａｙｓ）；（８）患者床位占用率（ｂｅ⁃
ｄｒａｔｅ）；（９）卫生技术人员所占比重（ｄｏｃｏｔｏｒ）；（１０）所在地区年末总人口数的自然对数（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１）所在地区人均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ｌｎｇｄ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三） 估计模型和策略

本文采用取值受限情况下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为精确识别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

质量产生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Ｄ）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本文将 ２０１６ 年后实施药品“零加

成”改革的试点医院作为实验组，而未能实施药品“零加成”改革的非试点医院作为控制组，通过比较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从而识别出政策带来的净效应。 因此，设定模型如下：
ｅｆｆ∗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ｔ ＋ γｉ ＋ ωｃ，ｔ ＋ ε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ｌｉｔｉ × ｔｉｍｅｖａｒ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ｔ ＋ γｉ ＋ ωｃ，ｔ ＋ εｉ，ｔ
ｅｆｆｉ，ｔ ＝ ｅｆｆ∗ｉ，ｔ，ｅｆｆ∗ｉ，ｔ ＜ １００％

ｅｆｆｉ，ｔ ＝ １００％ ，ｅｆｆ∗ｉ，ｔ ≥１０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

其中，ｅｆｆ∗ｉ，ｔ代表潜在被解释变量，ｅｆｆｉ，ｔ表示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指数。ｐｏｌｉｃｙｉ，ｔ代表“零加成”改革，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 ｐｏｌｉｔｉ 和 ｔｉｍｅｖａｒｔ 的交乘项。ｐｏｌｉｔｉ 表示样本医院是否受到“零加成” 改革的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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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若受到影响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ｔｉｍｅｖａｒｔ为“零加成”改革发生的时间节点变量，若在２０１６年
及以后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为避免遗漏变量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加入了医院层面以及城

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εｉ，ｔ 表示随机误差扰动项。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

本部分基于双重差分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识别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 表 ４ 中

第（１）列的估计结果显示，ｐｏｌｉｃｙ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药品“零加成”改革明显

促进了试点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 第（２）列加入了医院层面的控制变量，第（３）列加入了城市层面的

控制变量后，其估计结果也均显示“零加成”改革对试点医院的服务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４）
列和第（５）列则在第（３）列模型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了药品“零加成”改革对二、三级公立医院

服务质量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零加成”改革使试点的二级公立医院服务质量显著提升了 ７ư ７％ ，
但却使得试点的三级公立医院服务质量显著下降了 ９ư ３％ 。 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本文在

医疗服务质量的计算中采用了“总诊疗人次数”这一指标，而三级公立医院相比于低等级医院在医疗

服务设施以及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更能吸引患者前来就诊，这也导致三级公立医院接诊的患者数呈过

饱和状态，对其所接诊患者数的提升有限（与二级公立医院相比，三级公立医院在改革后总诊疗人次

仅增长了 ５ư ４６％ ，而二级公立医院增长了 １０ư ８７％ ）。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药品“零加成”改革的实施成

效，“零加成”改革实施后，公立医院药品收入所占比重得到合理下降，规范了医生的诊疗服务行为，医
疗服务收入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得到充分调动。 由此可得，药品“零加成”改
革能够明显促进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

表 ４　 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基准结果

变量
所有样本医院 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１） （２） （３） （４） （５）

ｐｏｌｉｃｙ ６． ２８９∗∗∗
（４． ０７）

４． ９１０∗∗∗
（２． ９３）

５． ５２３∗∗∗
（３． １９）

７． ６９１∗∗∗
（４． ４４）

－ ９． ２７４∗∗∗
（ － ２． ６９）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２． ２７６∗∗∗
（２． ９５）

２． ３７０∗∗∗
（３． １３）

１． ９０７∗∗
（２． ２０）

０． ５５３
（０． ２７）

ｌｎｄａｙｓ － ９． ５４０∗∗∗
（ － ３． ０８）

－ ９． ８６８∗∗∗
（ － ３． ０８）

－ ９． ７７６∗∗∗
（ － ２． ９１）

－ １５． ６７０∗
（ － １． ７５）

ｂｅｄｒａｔｅ ０． ３１１∗∗∗
（７． １１）

０． ３１１∗∗∗
（７． ２６）

０． ３０５∗∗∗
（６． ５２）

０． ２０９∗∗
（２． ２３）

ｄｏｃｔｏｒ １． ０６３∗∗
（２． ５１）

１． ０４６∗∗
（２． ５４）

１． ２９７∗∗∗
（３． ０５）

－ ２． １７０∗
（ － １． ６６）

ｌｎｇｄｐ － ４． ５４６∗∗
（ － ２． ３０）

－ ７． ２３８∗∗∗
（ － ３． ４８）

２． ７８３
（０． ５６）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 ４４８∗∗
（２． ２６）

２． ０３９
（０． ９５）

６． ４４２
（１． ００）

常数项
６３． １７０∗∗∗
（４０． ９２）

３６． ５３６∗∗∗
（３． ７７）

２６． ６６２
（０． ８９）

８５． １９５∗∗∗
（２． ７４）

－ １１． ７０５
（ － ０． １２）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趋势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量 １ ６１４ １ ３９０ １ ３９０ １ １４７ ２４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ｚ值。

（二） 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按照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步骤，进一步探讨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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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ｔ ＋ γｉ ＋ ωｃ，ｔ ＋ εｉ，ｔ （３）
Ｍｉ，ｔ ＝ ｂ０ ＋ ｂ１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ｔ ＋ λ ｉ ＋ ωｃ，ｔ ＋ εｉ，ｔ （４）
ｅｆｆｉ，ｔ ＝ ｃ０ ＋ ｃ１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 ｃ２Ｍ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ｔ ＋ λ ｉ ＋ ωｃ，ｔ ＋ εｉ，ｔ （５）
式（３）为基准回归，表示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 式（４）表示药品“零加

成”改革对中介变量 Ｍｉ，ｔ的影响，Ｍｉ，ｔ包含了医护人员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以及药品采购成本占比（ ｃｏｓｔ）。 式

（５）则为同时控制药品“零加成”改革以及中介变量 Ｍｉ，ｔ后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影响。
表 ５中第（１）列的估计结果显示，“零加成”改革显著提升了试点医院对医护人员的补助待遇。 在第

（２）列中，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即医护人员补助待遇的增加能够有效提升试点医院的服

务质量。 由此说明，在取消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成收入后，医院医生的补贴待遇有了明显增加，从而推动了

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 表 ５中第（５）列的估计结果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证明存在中介效

应。 第（６）列的分析结果表明，药品采购成本的降低能够推动试点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

表 ５　 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Ｔｏｂｉｔ
ｅｆｆ

ＯＬＳ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Ｔｏｂｉｔ
ｅｆｆ

（１） （２） （３）

Ｔｏｂｉｔ
ｅｆｆ

ＯＬＳ
ｃｏｓｔ

Ｔｏｂｉｔ
ｅｆｆ

（４） （５） （６）

ｐｏｌｉｃｙ ５． ５２３∗∗∗
（３． １９）

０． １２６∗
（１． ８７）

４． ５０１∗∗∗
（２． ５９）

５． ５２３∗∗∗
（３． １９）

－ ３． ４３９
（ － １． １４）

５． ３８６∗∗∗
（３． ０５）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２． ３２９∗∗
（２． ３３）

ｃｏｓｔ － ０． １３４∗
（１． ８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２６． ６６２
（０． ８９）

－ ４． ０４∗∗∗
（３． ７７）

３５． ５２４
（１． ２０）

２６． ６６２
（０． ８９）

３５． ３４６
（１． ３１）

１９． ３８３
（０． ６６）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趋势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６４４ ０． １７３
样本数量 １ ３９０ １ ３９０ １ ３４９ １ ３９０ １ ３１２ １ ３２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４． ５１５∗∗∗
（３． ４８）

５． ５２３∗∗∗
（４． 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１）、（３）、（４）、（６）列括号内为进行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后系数对应的 ｚ值，第（２）列和第（４）列括号内为进行 ＯＬＳ回归后系数对应的 ｔ值。。

表 ６　 医院类型差异性

变量

ｅｆｆ

（１）
综合医院

（２）
专科医院

ｐｏｌｉｃｙ ７． ８２３∗∗∗

（４． ０８）
－ １． １１６
（ － ０． ３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９． ９６５
（０． ３０）

０． ８８７∗∗∗
（０． ０２）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趋势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量 ８０２ ５８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ｚ值。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区分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

近年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专科医院建设的支

持力度，药品“零加成”改革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

影响是否会在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之间存在异质

性，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表 ６ 的估计结果显示，药品“零加成”改革实施

后，综合医院的服务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专科医

院的服务质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对此产生的原因

可能是：综合医院多为区域性质的大医院，医治的病

种多，品牌知名度高，因此在取消药品加成、提高医

疗服务价格后，容易在就诊人群中形成“价高质更

优”的信念，能够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诊，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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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诊疗量。 而专科医院通常是针对某一类特殊病种或某一个特定的患者群而开展业务，由于其提供

的医疗服务受众面较小，受到同行的竞争压力较大，调高医疗服务价格往往导致患者流向服务质量更

高的私立医院，由此导致专科医院对“零加成”政策的敏感程度不及综合医院，从而使二者在“零加

成”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近些年来国家加大力度支持专科医院建设

的必要性。
表 ７　 地区差异性

变量

服务质量指数（％ ）

（１）
北部地区

（２）
中部地区

（３）
南部地区

ｐｏｌｉｃｙ ５． ９１２∗
（１． ９０）

３． ９０４
（１． １２）

７． ２０１∗∗∗
（３． １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５５． ８４８
（０． ８１）

２０． ８２６
（０． ３５）

８０． ４８５∗
（１． ８４）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趋势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量 ３２９ ４８３ ５７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 ｚ值。

２． 区分不同地区

本文进一步检验药品“零加成”改
革对不同地区公立医院服务质量影响

的潜在差异。 具体而言，本文根据经

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环境

等因素将该省划分为北部、中部和南

部三个地区进行估计。
表 ７ 的估计结果显示，药品“零加

成”改革在该省推行后，南部地区试点

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幅度最为明显，
北部地区次之，而对中部地区公立医

院的服务质量并未有显著影响。 出现

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南部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是这三个地区中最高

的，公立医院的发展环境也更好；药品“零加成”改革后，当地政府出台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公立医院引

进人才以及购买新医疗设备等。 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在改革后其医疗服务

质量的提升有限。
五、 稳健性检验

（一） 平行趋势检验

考虑到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事件发生前实验组和控制组有着共同发展的趋势。 借鉴

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ａｏ［２９］的研究，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

ｅｆｆｉ，ｔ ＝ β０ ＋∑ ｋ ＝ ２

ｋ ＝ －２
βｋ × 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ｋ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ｔ ＋ γｉ ＋ ωｃ，ｔ ＋ εｉ，ｔ （６）

其中，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ｋ 为一系列虚拟变量，表示第 ｋ年公立医院 ｉ是否推行了试点政策。βｋ 在 ｋ ＜ ０期间

均不显著，表明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反之，则表明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

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式（６） 加入了医院层面以及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同时还控制了年份固定效

应 μｔ，医院个体固定效应 γｉ 以及年份趋势 － 城市固定效应 ωｃ，ｔ。εｉ，ｔ 表示随机误差扰动项。
由图 １ 的结果可以发现，２０１６ 年以前试点医院和非试点医院的服务质量指数在时间趋势上是基

本保持一致的，没有出现显著差异，表现为估计系数 βｋ 并不显著异于 ０；而在 ２０１６ 年及以后，试点医

院的服务质量指数要明显超过非试点医院。 由此说明政策实施前的两组样本基本满足平行趋势的假

设条件。
（二） 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可能产生于某些随机因素的影响，文章还从样本中随机抽取实验组

来进行安慰剂检验。 图 ２ 的结果显示，模拟的回归系数大致服从正态分布且集中分布在 ０ 附近，由此

表明估计的系数并没有因为遗漏掉某些随机因素而产生严重的偏误。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 考虑同期干扰政策的影响

样本省份在 ２０１６ 年前后又陆续推行了多项医疗改革政策。 一是样本省份中有 ８ 个城市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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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分级诊疗试点改革，因此可能对样本医

院的运营造成一定影响，减少了本文研

究的可信度；二是本文还对试点推行大

病保险制度的样本医院进行了删除；三
是样本省份还在 ２０１５ 年进行了县级综

合医院改革，为减小此项改革所带来的

影响，我们剔除了样本中推行此项改革

的县级综合医院。
２．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

分模型（ＰＳＭ⁃ＤＩＤ）
本文还利用 ＰＳＭ 模型对试点医院

和非试点医院进行匹配，在匹配结果的

基础上利用 ＤＩＤ 模型评估药品“零加

图 ２　 安慰剂检验

成”政策的净效应。
３． 剔除特殊样本的影响

本文还剔除了属于省会城市的医

院样本。
以上几种方法的结果均通过了稳

健性检验①。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１）药品

“零加成”改革能够明显促进公立医院

服务质量的提升，其中对二级公立医院

的影响尤为明显。 （２）影响机制分析

表明，药品“零加成”改革主要通过增

加医护人员的收入、降低药品采购成本

推动公立医院服务质量的提升。 （３）
改革的效果在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以及

处于该省不同地区的公立医院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综合医院以及该省南部地区的公立医院服

务质量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基于主要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３０ ３１］，

仅靠取消药品加成来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以及推动公立医院朝着公益性的方向发展是

不够的，还要结合实际，综合考量各方利益。 因此对于政府来说，下一步还须巩固药品“零加成”政策

的改革效果，做好政策实施后对公立医院的托底保障工作，为建立健全现代化的高效运营新机制奠定

良好基础。 （２）医院要合理提升医护人员的薪酬待遇水平，使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注重人才

和技术要素，确保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３）各地政府还应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制定出适合医院自身发展的配套措施，使改革带来的边际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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